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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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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格兰是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 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

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

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

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

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

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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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思路与 
方法的反思 

 
在思想史上，18 世纪被称为启蒙的世纪。然而，

长久以来，这种殊荣却为法国启蒙运动所独享，启蒙

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
则长期被遗忘与忽视。尽管 1900年就有了“苏格兰启
蒙运动”这一新词；①[1](265)[2](前言 3)尽管大卫·休谟、
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人一直是思想史上耀眼的
“明星”，但很少有人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苏格兰启
蒙运动联系起来。在西方，这种冷清的局面一直持续

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得到改观。1969年，著
名的思想史家弗兰科·维特里振臂呼吁，“在 18世纪欧
洲史领域，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最为紧迫的研究课题之

一”。[3](133)之后，在乔治·达维(George Davie)、邓肯·福
布斯(Ducan Forbes)、约翰·波考克(J.G.A. Pocock)、
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安德鲁·斯金纳(Andrew 
Skinner)、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和
唐纳德·温奇( Donald Winch)等人的努力下，对苏格
兰的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及其地域

文化特色有了新的认识，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当代

复兴已蔚然成势。[4](前言 7) 

一般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当代复兴是在以下

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推动下促成的：一是霍布斯、

洛克以及三次英国革命(1641，1688，1776)的政治哲
学研究，二是欧陆的自然法传统，三是英国新哈林顿

主义——一种马基亚维利的公民人文主义。[4](前言 7) 因

而，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当代复兴中，其研究路径基

本上是沿着这三个思路进行的，并形成了三种研究传

统，即自由主义研究传统、自然法研究传统与公民人

文主义研究传统。不过，在思想理念上，前两种研究

传统基本上是相近或趋同。因为，在 18世纪，自由主
义最为核心的理论范式便是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故

而，有关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

学者的思想研究或与格劳秀斯以降的自然法传统联系

起来，②[5]或被列入公民人文主义传统之下。③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传统在不同程度上都揭示了

苏格兰启蒙运动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很好的阐释力

度，在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当代复兴中也颇有建树。

同样毋庸置疑，这些研究维度各自都具有一定的限度，

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展示，这些不同的

研究传统本身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争辩就是很好的说

明。尤为严重的是，无论是自然法的研究传统还是公

民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都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或

置于自由主义或纳入共和主义谱系之下解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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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身处 18 世纪这一现代意识形态尚未完全成形时
代的苏格兰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时，把他们归为一种现

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作法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李强教授

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所揭示的，在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那里存在多种复杂的“主义”谱系，尽管他主要谈论
的是休谟与斯密。他说：“今天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社群主义者也都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现某些值得推

崇的特征。颇为有趣的是，不同的人从同样的思想家

中会发现全然不同的价值观。譬如，自由主义者从斯

密那里发现对市场经济原则的推崇，社群主义则从斯

密关于道德情操的讨论中看到对普遍主义道德观的批

评；自由主义者从休谟的学说中发现怀疑主义的价值，

保守主义者看到休谟对传统与历史的尊重，社群主义

则注意到休谟对社群的关注。功利主义者从斯密与休

谟理论中找到功利主义的成分，功利主义的批评者则

看到他们的功利主义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区别。”[6](76−77) 

在如何解读与诠释苏格兰启蒙运动上，贝里

(Berry)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归纳
与总结出西方理论界三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阅读苏
格兰启蒙运动”的方法：“意识形态的”(idelogical)、“文
化的”(cultuaral)、“知识的”(intellectural)。“意识形态的”
阅读方法是指从苏格兰启蒙学者的著述中“读”出其阶
级出身、党派利益与政治思想取向。在这种阐释话语

下，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或被视为“是革命的资产阶
级”，“在同封建残余势力做斗争”；或被视为是在为商
业社会与市场经济进行辩护的自由主义者。在“文化

的”解读模式下，按贝里的考察形成了分歧严重的两

大阵型：一方把政治与经济的变迁视为苏格兰启蒙运

动及其思想风貌的决定性的构成性力量，另一方强调

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连贯性。所谓

“知识的”解释方式，是指从观念、知识、思想本身

的内在逻辑和演化来理解苏格兰学派的启蒙思想。在

这一路径下，贝里除了考察前文提及过的自然法研究

传统与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之外，还探究了麦金太

尔的“德性”阅读方法。[7](185−194) 

诚然，这三种解读模式都有其合理与科学之处，

都值得吸收与借鉴。其实，贝里所归纳与提炼的这三

种解读模式尽管有的偏重“阶级立场”、有的偏重“文化
传统”、有的侧重“学术思想”，但都是侧重在思想领域
内，侧重“文本”阅读。但是，仅仅对著作文本做诠释
式的解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思想放在当时的生活

背景下加以考察，以鲜活的社会生活再现思想家们对

时代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就是说，在解读思想史时，

社会生活本身的维度不可或缺。这方面，著名的已故

汉学家史华慈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理解很值得学习。

在史华慈眼中，“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
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8](4) “思想史的重点
并不仅仅限于一般所谓的‘自主过程’的思想领域内。
它主要着重人类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意识反应”。 
[8](11)基于这种洞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 18世纪苏格兰
启蒙学者的生活环境，逻辑地再现这一群体卓有成效

的思想启蒙，逻辑地再现思想与情境的互动，以期能

拓展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史研究。 
 

二、苏格兰启蒙运动：情境与思想的 
互动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

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 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
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9](704)

其实，18世纪的苏格兰对于英格兰来说更是如此，并
且不仅仅是在哲学上演奏了“第一小提琴”，而是在多
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休谟和麦金托什

(Mackintosh)为英国现代史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精

心创设了经济理论，为英国作为贸易大国提供了理论

架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在他的著作《英属印
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n )(1818)描绘出了大不列
颠帝国的未来；沃尔特·斯克特(Walter Scott)在他的
劫后英雄传(Ivanhoe)中讲述了自豪的撒克逊人不屈不
挠地与诺曼第人斗争的神话故事⋯⋯[10](99)要洞悉其

中的奥秘，我们需要走进这一群体生活其中的环境。 
(一) 地理环境 
一走进 17、18世纪之交的苏格兰，我们首先被它

的地理环境之恶劣所震撼。根据罗杰·爱默生的考察，

在 18世纪，苏格兰仅有三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可
耕地还不到十分之一，牧场约占百分之十三，森林覆

盖率仅百分之三，而其它大部分的土地要视海拔、土

壤、气候等情况来决定其使用方式。在交通上，尽管

苏格兰有长长的海岸线，但大多数河流离瀑布线距离

过短，因而不能像英格兰和法国那样用于内陆航行。

再者，瀑布本可以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但苏格兰的

瀑布线大部分远离原料充足、人口集中的地方。这样

的土地与资源环境必然限制了苏格兰人口的增加。在

1700年，人口仅为 110万。为了谋生，苏格兰人不得
不背井离乡，有的在本国内部不停地迁徙，有的甚至

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面对这种生存境况，苏格兰人

不得不致力于发明创造与思想启蒙。正如罗杰·爱默

生所洞见到的，正是为了解决粮食生产、工业原料、

交通与资源等问题与困难，“苏格兰人成了化学家，以
便发现新的肥料、漂白剂和染料；他们成了地理学家，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6卷 

 

32 

 

以便发现新的矿藏。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从

根本上改善这些境况所需要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经济
的变迁”。[11](9−11)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苏格兰启蒙运

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的关怀。 
这种生存论的关怀不仅源于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的恶劣，还源于对高低与低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

的忧虑。在苏格兰历史的初期，高地与低地的划分纯

粹是地理意义上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邓巴顿至斯

通黑文这条分界线逐渐超出了空间海拔的意义而具有

时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甚至在 17、18世纪一度使
苏格兰呈现出严重的区域分化与社会断裂：与英格兰

相毗邻的低地地区较早从政治合并中得到好处，经济

迅速发展，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加速推进；而高

地地区甚至还徘徊在中世纪之前的部落时代，经济主

要以渔猎和游牧为主，部族组织主导着人们的社会经

济生活。高地与低地这样的二重天是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共同置身其间的最大的“省情”，这一方面给他们提
出了一个共通的时代课题——如何消除苏格兰社会发
展的不平衡性，根除高地地区的落后与愚昧。这激发

与导引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社会的发

展，关注商业文明的形成与演进，关注政治与经济的

互动机制，即使是高地的思想家弗格森也没有游离出

外。因而有理由认为，苏格兰的思想启蒙首先是针对

落后、野蛮的高地地区，致力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启蒙”。 
(二) 社会历史背景 
在社会历史背景上，苏格兰启蒙运动不同于法、

德等欧陆启蒙运动最为显著而独特的方面，那应该就

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和宗教改革已然完

成的后革命启蒙。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于光荣革命之

后，1707年与英格兰的政治合并更进一步确认与保障
了自由宪政体制，因而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在一种在自

由主义的政治生态下兴起的。对于这一“时代优势”，
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中做了很深刻的分析：“在
整个 18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历史与启
蒙运动的传播必须被看作是同一个思潮与实践的两个

方面，而在英国却并非如此．．．．．．．．。1688年光荣革命中议会

力量的胜利使一个个人主义的秩序在辉格党贵族的庇

护下保持了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法国，自由

主义在封建主义的实践与绝对主义的制度这一背景下

产生和发展的⋯⋯法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与宗教非国教

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思想自由和反教权主义联系

在一起⋯⋯”[12](25)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历史大背景是我

们把握各国或地区启蒙运动之多样性的基本出发点，

尽管哈耶克所着力解释的“唯理主义”与“反唯理主义”

思想传统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具体地说，作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苏格兰启蒙

运动，法国同仁之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康德式

的隐晦的哲学思辨又无必要，他们必然“侧重考虑经济
变革以及对这一变革的伦理和政治条件和后果”。 
[13](738)如果说哲学革命与精神自由、政治革命与政治自

由分别是德、法启蒙运动的风向标的话，那么苏格兰

启蒙思想家的最大关切就应该是经济自由与社会发

展，即为工业革命、商业革命鸣锣开道，致力于探究

社会的发展与改善，尤其市民社会之培育。这方面，

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与我们的看法非常吻合：
“18 世纪是英国世纪，这个世纪反映了一种回归到具
体的广阔的运动。比法国更为明显的，这一运动把所

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市民社会的实际运转上了。要解释

法国与英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难。由于法国还处于

绝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似乎更为紧迫

和必要。社会的建立问题仍属重中之重。而在英国，

洛克的观点已经得到迅速传播，特别是随着这种传播

建立了一种君主立宪制度。这里为创新思索提供了更

为有利的土壤，尽管芒什海峡两岸相互间极为丰富的

知识交流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这种差异。”[14](33−34) 
(三) 生存情境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这一群体的

职业、阅历、生活时，“资助”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过资助。以阿盖尔公爵为

例，他是苏格兰首要的资助人，从 1723年至他逝世的
1761年期间，他直接或间接资助了活跃在苏格兰启蒙
运动中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大法官安德鲁·弗莱

切、查尔斯·厄斯金，亨利·霍姆(即凯姆斯勋爵)；
文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牧师威廉·罗

伯特、亚当·弗格森、乔治·坎贝尔，医生威廉·库

伦、约瑟夫·布莱克，艺术家威廉·亚当、阿兰·拉

姆塞，科学家和商人亚历山大·威尔逊和詹姆士·休

顿。在列举这一长串名单后，罗杰·爱默森深有感触

地写到，“如果要说有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话，
阿盖尔公爵三世当之无愧。因为他比任何人对那些使

启蒙理念体系化的天才们的谋生创业给予的资助都

多”。[11](16) 

尽管在 18世纪的欧陆启蒙运动中，资助也是其重
要的背景，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资助有其自己的特

色：第一，在 1723 年之后，特别是在罗伯特·沃波尔
(Robert Walpole)、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治理苏
格兰期间，苏格兰人享有更多的自治权，这使得苏格

兰的资助者们比欧陆那些集权人士更愿意给予地方精

英更多的权力与自由；第二，苏格兰的资助者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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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少，这是因为苏格兰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地主与商

人，在 1700年他们仅有 1 300人，到 1800也不超过 2 
600 人，资助群体的稳固与集中有助于资助行为的一
贯与持续；第三，苏格兰的资助者较为开明。在十八

世纪的苏格兰，资助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对启蒙运动

的功用不可估量，它不仅仅表现在对启蒙思想家个人

的职业与生活方面，“这些间接或直接的资助对那些思
想们的安全与稳定是不可少的”；[15](15)更主要的是它

有助于整个启蒙事业。“苏格兰启蒙的成功源自资助，
资助者们在很大方面与这些启蒙人士共享着相同的理

念，并有能力将他们的价值与思想付诸于一个不怎么

情愿变革的社会。”[11](17)资助关系在很大程度使“这些
思想家与那些开明的苏格兰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

甚少，而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他们的著作里为什么缺乏

政治激进主义”。[15](15) 

除“资助”这一重要背景外，苏格兰启蒙知识分子
还生活在一个紧密的社会与学术圈子里，组织了许多

社团、学会、俱乐部，如择优学会(Select Society)、拨
火棍俱乐部(Poker Club)、文学会(Literary Society)、政
治经济俱乐部(the Political Economy Club)、哲学学会
(Philosophy Society)等，形成了异常活跃的进行思想传
播与论辩的“公共领域”，斯莫特(Smout)幽默地称其为
“交流的头脑”(cross-fertilisation of minds)。[16](478)这些

学会、俱乐部基本上都不是纯学术的团体，除了学界

名人如休谟、斯密、弗格森、罗伯逊等积极参与其中

之外，也有政界、商界人士的身影。后者的参与不仅

使得学者们获得了一个交流思想观念的平台，更使得

学者们从政界和商界人士的宏观视野以及商业操作实

践方面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使之理论化，斯密的传世

名作《国富论》的许多重要资料就是从政治经济俱乐

部获得的。当然，不同的学会、社团在成员构成上、

在思想理念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阿伯丁，学会成

员和教会人员的联系更多；在格拉斯哥这座商业之城，

学者、商人以及律师之间的互动颇为密切；而在享有

“大不列颠的雅典”美誉的爱丁堡，社团的社会基础最
为广泛，市民、文人、军人和公务人员都曾参与其中。

不同学会间、不同思想流派间，甚至同一流派与社团

内部也争论不断。比如，里德以阿伯丁为大本营的哲

学常识派就是爱丁堡学者们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哲学

的坚决反对者。反过来，我们在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

进行个案研究时，其思想的派别性也能从这种社团活

动中找寻到解释。 
需着重强调的是，在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进行个

案研究时，由于具体的个体生存情境的差异，尤其在

低地与高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许多

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分歧，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

这又使得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同一首歌”下有着不同的
唱法，其思想图景呈现出不同的色调。这一点在高地

启蒙政治思想家弗格森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弗格森

出生在苏格兰高地的珀斯郡(Perthshire)的洛吉赖特
(Logierait)，是唯一一位出生在高地的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与许多低地知识分子自觉的“英国化”不同，弗格
森的全部求学经历都是在苏格兰本土完成的。他一生

与英格兰的联系颇少，他从来不曾在英格兰长期生活

过，除了早年的随军以及中年之后几次去欧洲大陆、

英格兰和美国旅行以及从事公务活动之外，弗格森未

曾离开过苏格兰。在语言方面，弗格森不仅用土腔很

重的苏格兰语与人交流，他还会说盖尔语。这些生活

习性与经历方面的差别对弗格森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

响，甚至可以说是“构成性”的。比如在苏格兰启蒙最
为着力的“社会发展”的主题上，弗格森表现得有些“另
类”。尽管他一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图示是蒙昧
社会—野蛮社会—文雅社会，然而他同卢梭有着惊人
的相似的嗜好，鼓吹“高尚的野蛮”，颂扬野蛮人的德
性。在思想范式上，他热衷于探究财富与德性、德性

的腐化与政治奴役，极力推崇古典的勇敢美德与政治

参与，显露出浓厚的古典共和主义情结。 
综而言之，尽管思想史与生活史的关系较为复杂，

但有一点不容否认，生活史对思想史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为两者完全不存在“交集”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于以
社会生活问题为致思取向的思想启蒙来说更应是如

此。具体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

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不同于

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决定了苏格兰启蒙

运动的思想主题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运行；资

助、公共领域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

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同时，个体生存

情境某些方面的不同又使思想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性。 
 
注释： 

 
① 据考察“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 1900年，出现在
威廉•罗伯特•斯科特将弗朗西斯•哈奇逊称为“苏格兰启蒙运动
的先驱(prototype)”这一话语之中。详见参考文献[1]、[2]. 

② 在这方面，做了最为系统的研究。哈肯森认为十八世纪道德哲
学的重要部分极大地受到在格劳秀斯之后的新教教义内发展起

来的自然法理论影响，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尤其如此，

并在该书中分章节分别研究了哈奇森、休谟、斯密、米勒、里

德、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
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等人的自然法思想。详见参考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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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有：J. G. A. Pocock 的《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Martin 
van Gekldern，Q.Skinner的《Republicanism:A Shared European 
Herit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Istvan 
Hont，Michael Ignatieff的《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ScottishEnlightenmen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一般认为，安德鲁·弗莱彻被认为是 18 
世纪初期的典型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亚当·弗格森和约翰·米勒被
视为 18 世纪后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在这前后之间，苏格兰启
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如哈奇逊、休谟和斯密被认为兼有公民人文

主义和自然法理论两种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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